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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续) 

编者按：本期我们继续推出15位中外学者的笔谈，各位学者的题目自由确定，除了中国学者的 

议论之外，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外国学者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反对的意见我们也该 

听听，读者当然也会明辨，不需我们提醒的。抗 日战争是一场国际型的战争，我们需要更为宽广的 

视角和胸怀。 

本期笔谈依然按中外作者各 自的汉字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两岸如何共同书写抗战历史 

刘维开 

2015年是抗战胜利 70周年，台湾方面由“国史馆”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抗 日战争史新编》， 

全书分《和战抉择》《军事作战》《全民抗战》《战时社会》《对外关系》《战后中国》六编，以较为全面 

的范畴与视角，论述抗 日战争的历史，应该也是去年海内外唯一一套完整论述抗战相关史事的学术 

论著。 

“国史馆”于2013年开始该书的编撰工作，鉴于既有的抗战史著出版已有相当时间，且受时代 

影响，大多具有特定观点，如今新史料大量出现，加上社会 日渐开放，可以接纳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观 

点，遂决定集合众人力量，撰写一部较为全面，而且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抗战史论著。全书结合 50多 

位台湾方面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及“国史馆”同仁，经过三年的时间，于 2015年 7月正式出版。台 

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部分，全书各章、节作者均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 

如笔者长期以来的研究主题为战前建设以及民国政治制度，即负责撰写第一编《和战抉择》的“国 

民政府的备战”及第三编《全民抗战》的“从训政到宪政”两章，因此该套书亦可视为现阶段台湾方 

面研究抗战历史的学术成果。 

该书取名“新编”，目的希望突破旧有的思维窠臼、解释框架以及所有禁忌和限制，而有新的立 

论格局和新的撰述方向。主编吕芳上对于该书在学术上的意义，称：“我们当可傲视于史学界的 

是：我们探讨历史，从史料出发，就史论史，无视伟人教条、党派意识形态，更不理会非理性的政治框 

架，而回到学术本位 ，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①对于该书在抗战史研究的位置，则称：“《中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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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芳上：《(中国抗 日战争史新编)序》，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和战抉择》，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vi页。 



抗 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续) 

日战争史新编》想要呈现的不是一部单纯叙述战争的历史，而抗 Et战争也不是一场已经走入历史 

的战争，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和个人受其影响，而且敌对双方对战争本身的看法和战争遗留的问题 ， 

意见不一，在烟硝未戢的情形下，抗战史也因此会被不断地研究讨论、重新撰写。《中国抗 日战争 

史新编》不求历久弥新 ，但冀盼能成为：过去历史的纪录与时代的见证、现在与国内外学界对话和 

交流的平台，以及未来更多新研究、新著作的踏脚石。”①就该书内容而言，确实超越传统的军事史、 

政治史、外交史的论述模式，而扩及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等层面。观点上亦摆脱以往狭隘的民族 

主义本位、国共斗争立场及道德史观，从客观性及宽容性较高的国际角度加以研讨。不过诚如吕芳 

上所指出，“由于基础资料的不足及相关研究的未臻成熟”②，还有不少重要面相未能纳入该书范畴 

或未予深入讨论。例如：战争与现代性、大后方的整体研究、战时的区域研究、战时的人物类群、战 

后国共与美苏等国的关系、战后的去战争化和去殖民化等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而这些议题也 

应该是台湾方面研究者日后可以开发或着力的范围。 

台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开始较早，且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重点，史料汇编、专书、论文不 

断出现。史料汇编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编的《革命文献》，自第五十八辑起，以 

抗战时期之教育、学术、高等教育、青年运动为内容，连续编辑了六辑抗战时期教育文化史料专辑， 

第九十六辑起 ，再以“抗战建国史料”为题，编辑“社会建设”“田赋征实”“粮政方面”等专辑 ，另有 

“卢沟桥事变史料”及“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各两册；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 

编——对El抗战时期》，分为“绪编”“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中共活动真相”“傀儡组 

织”“战后中国”等七编二十六册；“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出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分为《国 

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 

外交关系》《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日本投降与我国对 

日态度及对俄交涉》《金山和约与中El和约的关系》《中华民国对El和约》等九册。专书如吴相湘的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两册，于 1973年5月出版，为通论抗日战争历史之专著；战史以“国防 

部”史政局编印《抗 日战史》最为全面，共 101册，涵括抗 日战争历次战役；其他如张其昀、魏汝霖编 

《抗日战史》(国防研究院出版)，蒋纬国主编《抗Et御侮》(黎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三军 

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 日”(“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等。此 

外 ，海军、空军因作战性质不同，各有其抗日战史，包括《海军抗 日战史》《空军抗日战史》《防空抗 日 

战史》，均依原始资料编辑而成。2015年海军为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重新汇整相关史料，编辑 

《海军抗战期间作战经过汇编》一册。论文方面，主题涉及层面甚广，不再列举。 

对于抗战历史已有的相关研究，除了前节所列几个面相外，沦陷区的研究在抗战史研究中相对 

而言是薄弱的。对于沦陷区城市史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巫仁恕曾表示，抗战史研究大部分的焦点仍 

然是以“抗敌”的层面为主，“长期以来学者的注意力较少拓展到抗敌活动以外的讨论；当时几乎占 

中国领土三分之一、拥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沦陷区因此被学者忽略”③，近几年虽然有加强的趋 

势，除了汪兆铭伪政权因“国史馆”公布《汪兆铭史料》而受到关注外，比较研究是另一个重点，如 

① 吕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序》，吕芳上主编：《中国抗 日战争史新编 ·和战抉择》，第vi页。 

② 吕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序》，吕芳上主编：《中国抗 日战争史新编 ·和战抉择》，第v页。 

⑧ 巫仁恕：《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城市生活—— 以苏州菜馆业的兴衰为例》，《新史学》第25卷第4期，2014年 l2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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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政权与汪兆铭伪政权的比较研究，或者同为 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的比较研究等，但 

是就沦陷区本身仍然有相当多值得研究的议题。 

除此之外，在传统的抗战史研究中，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还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笔者曾经与研究抗战军事的学生谈过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对抗 日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资料，有 

资料就有可以研究的题材，他的回答应该可以作为抗战军事研究的参考。首先 ，他认为抗战的主体 

是战争。过去关于战争，军方以战史为主的著作很多，但很少有研究者认真去与军方的说法对话， 

这应该是可以发展的方向。其次，军事方面的相关著作以往大多集中于战役过程的叙述，机构的研 

究却很欠缺。战时重要机构如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令部、军法执行总监、各行营、各战区等，都扮 

演重要角色，相关研究却很少。再次，军事所包罗的层面不只是战争过程，人事、情报、训练、后勤都 

很重要。确如这位学生所说，以往军方的战史与学界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话的空间。其实军方的战 

史研究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2014年 9月，15位具有军方背景的战略研究者从军事专业角度，剖 

析抗战的战略以及若干个主要战役，撰写了 17篇论文，汇集为《抗 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一书，引 

起学界的关注。近几年，学界也有研究者如苏圣雄，爬梳相关档案，重新参阅军方出版的战史，进行 

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的研究，寻求与军方研究者的对话。再如近几年随着“国史馆”、档案管理局关 

于戴笠与军统相关档案的公布，对抗战时期情报工作的研究有了大幅进展。后勤研究亦是如此，早 

期有《国军后勤史》等通论性著作，近年来随着资料的开放，有较多的议题出现，如杨善尧、皮国立 

等即以抗战时期军医或伤兵治疗为主题 ，撰写论文、出版专著。 

对于近期大陆方面提出抗战历史“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议题，笔者认为十分正确且具有前 

瞻性，但是就现阶段来看，并不是件容易进行的工作。 

在共享史料方面，自1987年以来，两岸研究者相互至对方档案机构参阅资料，已经是很正常的 

事。目前台湾方面，除了档案管理局因为法令规定 ，限制大陆及港、澳地区人士阅览外，其他如“国 

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等，几乎每天都有大陆研究者前 

往申请调阅相关档案。档案管理局虽然限制大陆及港、澳研究者阅览，但是仍然有部分研究者透过 

第三者，取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反观大陆方面，至目前为止，仍有少数档案馆连大陆研究者都难 

以进入阅览档案，遑论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地区的研究者。因此就“共享史料”而言，台湾方面并 

不是问题，大陆的档案开放与学者的需求还有距离。相关档案馆的政策不调整，这种不对等的史料 

开放现状不改变，所谓“共享史料”可能不易实现。 

至于“共写史书”，就笔者个人的意见 ，比“共享史料”更困难。抗战胜利已经超过 70年，卢沟 

桥事变即全面抗战爆发即将 80周年，但是海峡两岸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仍然存在若干差异，这种 

差异并非来 自于对抗日战争本身的陈述，而是各 自阵营在抗 Et战争中的角色认定。台湾方面，一贯 

主张中华民国政府为对 日抗战的领导者，自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以及国民政 

府、国民革命军为抗日战争历史论述的主轴；大陆方面，在 1949年 1O月建政后，中共将抗日战争视 

为其建党、建国历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强调在抗战期间的“中流砥柱”作用，甚至在一段时间，完全 

忽视蒋中正、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在抗 日战争中的地位。近30年，大陆官方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 

逐渐有所调整，但是对于中共在抗战期间作为的评价，两岸仍有较大的分歧。如何能改变或调整双 

方论述上的差异，是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如果就学术问题来看，两岸合写民国史早有前例，最 

近的例证就是由中研院院士张玉法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共同主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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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专题史》。全书 18卷，共有 70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研究者参与撰稿。其中第 11卷 

《抗 日战争与战时体制》，由张瑞德、杨维真、齐春风及笔者四人负责，章节安排除绪论、结论外，分 

为九章：“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的中国战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调整”“军事体制”“战时财政”“征兵”“征 

粮”，其中“征兵”“征粮”两章，分别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征兵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粮食征购”两节。全书就学术论学术，包括审查意见在内，彼此没有太多的歧见。再以笔者所参与 

“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为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召开了五届。长达 l0年的历 

史，从早先会议时两岸研究者间的对立争执，到目前的彼此理解，亦可说明在学术方面，两岸合作进 

行抗战史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以学术为导向，一旦涉及政治层面，即难以进行 

讨论。 

长期以来，两岸在抗 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各 自有相当成果，且有若干研究在学术观点上具有一致 

性。如何能整合两岸抗战史研究一致性的观点，避免或化解彼此的歧见，是在进行两岸关于抗战史 

“共写史书”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以“国史馆”编辑《中国抗 Et战争史新编》的初衷作为依 

据，去异存同，或许是种可行的方式。 

[作者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抗战史研究“三调” 

江 沛 

(责任编辑：郭蕾) 

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为契机的宣传热潮逐渐散去，各地抓住机会兴建了一批抗战纪念场 

馆，树立了一批抗战名人塑像，出版了一批各类史料，发表了大批研究论著，召开了各个层次的学术 

会议和纪念会、座谈会，抗战史研究从以往由批评 日本无视历史的激情和相对清淡的学术探讨共同 

构建的复杂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需求、外交需求及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抗 日战争胜利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间的复杂关系得到公认，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再次得到极好铨释。 

针对抗战史研究的新态势及相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史的诸多细节尚需考察，应回 

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状态，“把历史的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 

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发掘出抗战与中华民族崛起、中国政治格局变革、冷战局面下中国 

国际环境变化间的深刻意义及影响，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启示。对此，已获不少成就的抗战史学 

界，的确应该予以深刻体会，不仅要努力发掘、利用并对比各方史料，还原历史真相，思考抗战史实 

如何重建、史料基础如何夯实、经历者如何贡献客观记忆的问题 ，还要关注如何从全球史的角度关 

注抗战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从国际化视野分析中国抗战与二战时期欧美各国间外交及战略利益 

博弈的问题；日本是中El战争的发起者，也是战场的主导者，那么如何从 日文资料中把握 日本外交 

与政治动向、日军战略方针与战场走向的关系应是关键，从军事学的角度思考中日双方的军事体 

制、兵力部署、战术结构及战役特征，同样不可缺少；在充分认识战时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及 日伪占 

领区三者关系及其影响的前提下，既要关注国统区、根据地民众的抗战动员及经济生活，也要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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